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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CHNS 调查构建跨越 25 年父代与子代匹配的样本数据，探讨 20 世纪末各层次教育扩张对中国

代际收入流动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1)教育扩张并未立刻带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与未受教育扩张影响的

70后群体相比，80后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幅下降。原因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反较教育扩张前大幅上升，

且教育回报上升进一步放大其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不利影响。(2)父代收入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及代际收入弹性在

教育扩张之后都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变化趋势。1981-1985 年出生群体教育机会不均等与代际收入弹性均

最高，1986-1991年出生群体教育机会不均等下降而代际收入流动性显著上升。(3)教育机会随后的均等化是代际收

入流动性最终上升的推动因素。更广泛教育机会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中不公平问题的减少，能进一步发挥教育扩张

的公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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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际之间收入的流动性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能保持机会均等和经济社会活力的核心衡量指标之一，也是近十几年来国内收

入分配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相关综述参见袁磊，2016)[1]。经济学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的研究肇始于 Becker & Tomers(1979)

提出的理论模型，该文讨论了人力资本投资在代际收入传承中所起的关键中介作用[2]。而教育作为现代社会中父代对子代人力资

本投资最主要的渠道，也因为其相对公平性和具有可干预性的特征而被认为是调节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键切入点(候玉娜和易全

勇，2013a,2013b)[3][4]。在相关实证领域，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也始终是国内代际收入流动性机制研究的重要视角(郭

丛斌和闵维方，2007;亓寿伟，2016;Yang & Qiu,2016)[5][6][7]。 

候玉娜和易全勇(2013a)结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各种相关理论，总结出了教育影响代际之间收入关系的两个阶段：其一是

通过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过程和结果，涉及到教育机会均等；其二是影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回报[3]。从政策干预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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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通过教育这一中间渠道促进代际收入流动，首先要减弱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即弱化父代收入水平较低对子代受教育机会

的不利影响，然后再减弱父代经济地位对子代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收入回报的影响。就第一阶段，即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而

言，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机会的不均等应该就是总的教育机会供给不足造成的，如果能够通过供给的增加降低接受较高水平

教育的门槛，就能解决或者至少大大缓解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这通常被称为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也有被翻译

为教育扩展)。当然，现实当中的教育扩张是否足以带来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进而推动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取决于教育扩张

对上述两个阶段各自的影响，且是一个需要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最大规模的教育扩张发生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特别是 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

带来的大规模持续的高校扩招。作为一次非常难得的自然实验(周明海和徐杨云涛，2017),它为研究教育扩张带来的各种社会经

济后果提供了机会
[8]
。尽管这一时期的教育扩张贯穿了各个教育层次(吴晓刚，2009;杨奇明和林坚，2014)

[9][10]
,但学界大多将注

意力集中在 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高校扩招的社会经济效应，并且近年来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陈林和万攀兵(2017)总结了中

国此次高等教育扩张对教育发展、社会公平和人口红利三个方面的影响[11]。就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而言，该

文的总结是，无论是对教育公平还是对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已有文献都没能完全达成一致看法。其中，关于教育扩张对收入不

平等影响的研究分歧，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赖德胜(1997)[12]提出的教育扩张与收入分配“倒 U”型关系展开的。赖德胜(1997)

认为，由于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同时存在扩张效应和抑制效应，因此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经验上可能呈倒

“U”型，即教育扩张在初期加剧收入不平等，只有随着教育扩张的进一步推进，过了“顶点”之后才会抑制收入差距[12]。作为

一篇有代表性的研究，孙百才(2005)在总结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教育扩张通过影响教育分配和教育收益率进而影响收入

不均等[13]。其实证分析也支持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均等存在倒“U”关系。但该文所用 2002年的截面数据并不足以考察 1999年开

始的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 

与本文更相关的是近期一些研究考察了该次高等教育扩张对代际间教育、社会和收入流动的影响。张建华和万千(2018)利

用 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只有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扩招才能促进教

育代际流动[14]。这是否也意味着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也具有倒“U”型关系，即只有教育扩张到一定程度，使得教育

资源变得整体丰富了才能起促进流动的效果?这还有待更多的研究。Liu 和 Wan(2019)利用 CHIPS 数据，在消除了一些可能偏差

之后，发现高校扩招的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的代际传承，但并未能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分配不均等[15]。杨中超(2016)利用

CGSS 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发现教育扩招并未明显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进而也没能减少

父代与子代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传承关系[16]。周海明和徐杨云涛(2017)利用 CFPS2010年的数据直接检验高校扩招对代际收入流

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扩招反而降低了代际收入流动性，但作者也提醒这一发现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研究[8]。总之，目前没

有太多证据表明该次教育扩张对中国代际流动有明显的全面促进作用，但真正对其作用做确定性的判断还为时尚早，还有待更

多的经验研究。 

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一样，教育扩张能否带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也取决于其是否能带来子代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和各层次教育回报率差异的缩小。也就是说，即使有证据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教育扩张显著推动了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其是否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答案也并非显而易见的。正如教育收益率的上升会对收入不均等上升具有正向贡献(孙百才，2005;

刘泽云，2009;薛进军和高晓淳，2011)[13][17][18]那样，教育收益率的上升也会放大父代收入通过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进而对子代

收入产生的影响，从而阻止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如果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影响也存在所谓的“倒U”关系，即教育

扩张，特别是高等教育扩张起初有利于优势阶层(杨奇明和林坚，2014)[10],需要进一步扩张才能真正带来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加

上高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可能仍然是上升的(夏庆杰等，2016;姚先国等，2013)
[19][20]

,叠加的效应可能是一开始教育

扩张无法显著推动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以及代际收入流动。随着进一步教育扩张，机会的进一步增加最终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同时教育供给的增加最终控制了不同教育阶层之间回报率的差距，则最终收入流动性也趋于上升。因此，教育扩张与代际收入

流动之间可能也存在一个“倒 U”型的关系。当然，这还有待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 CHNS1989-2015 年跨越 25 年共计 10 轮微观调查数据，试图通过将样本按照出生年份分为不同同期群的方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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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20世纪末各层面教育扩张是否通过推动教育机会均等化进而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特别地，为考察教育扩张对代际收入流动

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倒 U”关系，将样本按照年龄分为四个子样本分别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并且通过观察教育机会分配和教育中

介作用的变化，探讨教育扩张与这种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剩余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所使用的实证模型、样本数据和变量设定；第三部分通过分两个同期群的方

式，初步检验 20 世纪 90 年代末教育扩张是否立刻促进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第四部分讨论教育扩张与代际收入弹性变动之间可

能存在的“倒 U”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实证模型、样本数据与变量设定 

(一)实证模型 

为尽可能利用更多的样本信息，本文在估计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以及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弹性的实证分析

中包含来自同一家庭的样本。也就是说，许多家庭内部的兄弟姐妹被同时包含在样本当中。然而，当估计家庭因素(在本文中是

指父代收入)对个人间教育水平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时，需要注意样本中的同胞之间具有相关性，此时样本个体之间独立

的经典假定不成立。例如，杨奇明和林坚(2014)的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解释了很大一部分个人间受教育年限的差异[10]。

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社区内部个体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具有相关性。关于这一问题，多层模型能很好地予以解决(温福星，

2009;Raudenbush & Bryk,2007)[21][22]。因此，本文采用一些相关领域文献已使用的多层模型(杨奇明和林坚，2014;韩军辉，

2009)[10][23]来估计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影响，其中父代对数收入对子代对数收入的影响系数就是本文所定义的代

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弹性越大，就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低。 

实证部分中，本文采用三层随机截距模型来估计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的影响，具体设定如下： 

 

(1)式刻画了一个三层模型，模型包含个体层(层-1),家庭层(层-2)和社区层(层-3)三个层面。公式中，xi,sfc 表示层-1 即个

人层面的可观测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中包含了个人的出生年份(减去 1971)和性别；xj,fc表示层-2 即家庭层面的可观测变量，本

文实证部分用的是父代收入。 是层-2随机截距， 是层-3随机截距。模型同时估计反映固定效应的各层面可观测变量的系数

估计值，以及层-1误差项与层-2和层-3随机截距的方差，后者反映的是不可观测的随机效应。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父代收入对子

代个人受教育年限和个人收入的固定效应，其中后者即表示代际收入弹性。将同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简称 ML)和受限最大似

然估计法(REML)来估计上述参数。 

(二)样本数据与变量设定 

本文将采用 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共 10 轮(1989-2015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来构建样本。该调查在 2011年扩展到了 12

个省市区，但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和变量的设定(要求同时观察到 10-18岁时的父代收入和 16-30岁时的个人收入),经验部分构建

的样本仅涉及到全国 9 个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样本同时覆盖了每个调

查省份的城市和农村调查点。 

基于本文研究目标，实证部分选取样本是 CHNS 调查中出生于 1971-1991 年的样本。截至到 2015 年的调查，本文所考察的

样本从年龄上讲，最年轻的已 24岁(2014年为 23岁),若没有样本磨损或失业的情况，应该有较大概率观察到其收入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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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符合上述年龄限制的样本有 11522 个。为识别父母和早期家庭信息，进一步选取能匹配到亲生父母信息的样本，共得到

8287 个样本，其中截止到 2015 年这一轮的调查，能够识别出最终受教育水平的有 6929 个。当然，能够最终进入到模型估计代

际收入弹性的样本，还需要被观察到收入信息。 

本文关于父代和子代收入指标的构建，有如下两点设定：(1)由于关注教育在父代与子代收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使用子代

早期求学期间(10-18岁)的父代收入指标。由于中国的个人借贷市场并不发达，因此父代对子代教育投资会直接受到孩子接受教

育时期收入情况的约束。并且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和快速经济发展，以至于父代当

前收入绝对水平与子代受教育时期的家庭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能只用个人收入在生命周期上的起伏来解释，

也就不容易利用建模的方式估计父代的永久收入。因此，本文直接通过 CHNS长跨度的历史数据直接构建样本对象求学时期的父

代收入指标，比用当前父代收入水平要更能准确估计教育在代际收入传承中的作用。(2)在子代收入方面，我们选取子代青年时

期(16-30岁)的个人收入信息，并且对各年收入数据去趋势化后取均值。由于我们将样本对象的收入获取年龄限定在 16-30岁，

CHNS调查的首轮和样本中最后一轮调查相差 26年，理论上收入获取的年份跨度会比较大。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高速增长的社会，

需要考虑到各年收入的可比性问题。从 1988年(CHNS1989年首轮调查收集的是 1988年的收入信息)到 2014年，甚至在两轮调查

的间隔期间，居民收入都会有快速增长。因此，为使得各年数据在时序上具有可比性，将每年观测到的收入去趋势化(de-trend)。

估计代际收入流动应该采用永久性收入，单年收入可能会低估代际收入弹性(Solon,1992)
[24]

,本文最终所用个人收入指标采用的

是样本对象在 16-30周岁 1期间去趋势化之后收入的年平均值(每个样本均仅匹配 16-30岁时的个人收入，不同出生年份匹配的

数据不同)。 

本文用 CHNS 项目管理方构建的面板文件 indinc_10.sas7bdat 中包含的所有样本对象在 1989-2015 年历次调查中报告的各

项收入信息来构建子代的个人收入指标。所采用的具体指标是“个人总收入”,为个人所有来源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农业收入、

果菜园收入、养殖业收入、非退休工资，退休工资等 7项)加总后再减去支出得到的净收入。并且，考虑到通胀因素，这里使用

的各年收入已被“平减”到 2015年的价格水平。 

个人收入数据去趋势化的具体做法是，先对个人收入取对数，然后对数收入对调查年份(一共 8个调查年份，因此构建 7个

虚拟变量，以 1988 年收入作为参照组)进行回归，从 CHNS1991-2015 年共有 9 轮调查，每一年都可以得到一个系数估计值。这

一系数代表了调查年份的上一年度与 1988年对数收入的差异。比如 2009年的系数估计值为 1.53。这就是说，平均而言 2008年

收入比 1988年高 3.62倍(计算公式为(e1.53-1)),因此若要将 1988年的收入换算成 2008年的水平，则要将 1988年的所有个人收

入乘以 4.62。 

表 1分同期群样本分布及同胞配对数量统计 

同期群 家庭类型 样本量 家庭数 同胞配对数/家庭 同胞配对数量 

70后群体 

1 819 819 0 0 

2 738 369 1 369 

3 279 93 3 279 

4 60 15 6 90 

5 5 1 10 10 

合计 1901 1297(478) —— 748 

80后群体 1 828 82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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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50 225 1 225 

3 120 40 3 120 

4 28 7 6 42 

5 10 2 10 20 

合计 1436 1102(274) —— 407 

 

最终，在 6929 个样本对象中能够匹配到个人收入信息的样本量为 3337 个，占比 48.16%。根据是否受到教育扩张，尤其是

1999 年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将样本分为 70 后与 80 后两个群体。表 1 报告了统计结果，70 后群体有 1901 个样本，同胞配对

数合计 748对；80后群体有 1436个样本，有 407个同胞配对。上文已经提及，同胞之间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具有相关性，从而

独立性假设破坏，但由于我们采用多层模型进行估计，因此不必担心家庭内部子代之间这种相似性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偏差。 

表 2分同期群的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同期群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因变量：对数个人收入 

70后 9.72 1.21 1901 

80后 9.80 1.45 1436 

自变量：性别 

70后 0.52 0.50 1901 

80后 0.45 0.50 1436 

出生时期 

70后 3.73 2.59 1901 

80后 13.80 3.34 1436 

个人受教育年限 

70后 8.87 2.93 1901 

80后 10.01 3.22 1436 

10-18岁时对数家庭年收入均值 

70后 7.91 0.62 1901 

80后 8.26 0.66 1436 

 

在实际估计中，本文将采用(10-18岁)家庭年收入均值而非父亲收入来作为父代收入的代理变量。理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

环境与西方社会不同，由于家庭观念较浓，代际传承所依赖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更像是家庭(核心是父母但不限于父母)作为

一个整体的投资决策行为而非仅仅是父亲的投资决策。在匹配时也尽可能利用多年收入的均值，这有助于缓解代际收入弹性向

下的偏误(Solon,1992)[24]。在数据中，这一变量是基于 CHNS 面板数据文件 hhinc_10.sas7bdat 中的 hhincpc_cpi(“平减”到

2015 年价格水平下的家庭年收入)变量进行测算的。具体做法是：利用不同年龄段的子代 ID 识别到父母所在家庭户码 hhid,然

后通过户码 hhid筛选出子代在 10-18岁期间的家庭多年收入(hhincpc_cpi)(每个样本均匹配其 10-18岁时的家庭收入，不同出

生年份匹配的数据不同),为尽可能平抑家庭收入波动性的影响，若有多轮调查的家庭收入，则取算术平均，最终得到 3337个有

效样本。表 2分年龄段给出了上述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6 

三、教育扩张前后代际收入流动的变化趋势分析 

(一)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 

考虑到受到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主要是 80后群体，我们首先通过比较 70后群体和 80后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考察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教育扩张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否上升了。表 3报告了三层随机截距模型设定下，70后群体和 80后群

体代际收入弹性的 ML 和 REML 估计值。可以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的情况下，70 后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为 0.33,80后群体

的这一估计值则大幅上升到了约 0.50,上升的幅度超过 50%。这说明，此次教育扩张之后，代际间收入的流动性非但没有上升，

反而大幅度下降了。 

表 3 70后与 80后群体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 

 

70后 80后 

ML REML ML REML 

 

固定效应 

个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18岁时对数家庭年收入均值 
0.3325*** 

(0.0472) 

0.3318*** 

(0.0473) 

0.4975*** 

(0.0639) 

0.4969*** 

(0.0640) 

 

续表 3 

 

70后 80后 

ML REML ML REML 

随机效应 

层-3随机截距方差 0.2283 0.2309 0.1901 0.1934 

层-2随机截距方差 0.0819 0.0821 0.3973 0.3987 

层-1残差方差 1.0559 1.0581 1.3668 1.3703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讨论的那样，教育扩张能否推动代际收入流动，首先是其应该能够实质性推动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即

减少包括父代收入在内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随后是各层次教育水平回报的差异问题，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角

度出发分析教育扩张之后代际收入流动性未能上升的可能原因。我们依次通过考察教育扩张前后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影响的

变化和个人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中介作用来考察上述条件是否成立。 

(二)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机会分配影响的变化 



 

 7 

我们先看当教育扩张时，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有所减弱，即教育机会是否趋向于均等化。仍然采用三层

随机截距模型，估计父代收入对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表 4报告了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与 70后群体相比，80后群体中父

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也大幅度上升，这更加直接地说明，当发生教育扩张时，至少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说，教育机

会不均等程度反而加剧了。当然，教育扩张能够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化立刻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就无从谈起。 

表 4父代收入对个人受教育水平影响的估计结果 

 

70后 80后 

ML REML ML REML 

固定效应 

个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18岁时对数家庭年收入均值 
0.5550*** 

(0.1119) 

0.5535*** 

(0.1120) 

0.9065*** 

(0.1497) 

0.9047*** 

(0.1500) 

随机效应 

层-3随机截距方差 1.8679 1.8857 2.3000 2.3274 

层-2随机截距方差 1.5496 1.5524 1.5375 1.5419 

层-1残差方差 4.5604 4.5696 6.3502 6.3707 

 

(三)教育与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动 

我们再通过比较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中介作用在两代之间的变化，来进一步分析教育扩张未能带来代际收入流动上升的

原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比较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和不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的代际收入弹性，来考察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

中介作用在两代群体之间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动。 

表 5 70后与 80后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控制个人教育之后) 

 

70后 80后 

ML REML ML REML 

固定效应 

个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18岁时对数家庭年收入均值 
0.3078*** 

(0.0469) 

0.3072*** 

(0.0470) 

0.4347*** 

(0.0642) 

0.4343*** 

(0.0644) 

个人受教育年限 
0.0546*** 

(0.0097) 

0.0545*** 

(0.0097) 

0.0610*** 

(0.0120) 

0.0610*** 

(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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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效应 

层-3随机截距方差 0.1899 0.1924 0.1760 0.1794 

层-2随机截距方差 0.0649 0.0652 0.3386 0.3403 

层-1残差方差 1.0651 1.0677 1.3931 1.3973 

 

在表 5 中报告了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之后，再来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与不控制相比，控制住个

人受教育年限之后，在两个同期群中，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依次下降到 0.31 和 0.43,即各自下降了 7.5%和 12.7%。这说明，

父代收入的确通过子代教育影响其收入水平，且从 70 后群体到 80 后群体，代际之间收入传承中教育的作用有明显的增强。考

虑到两个群体之间经济条件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上升的，这会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并且，从趋势上看，80

后群体中个人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略有增加，这可能也是 80后群体中，教育在代际收入相关性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明显提高的部

分原因。也就是说，教育在代际收入传承中中介作用的提升，可能同时源于教育扩张前后，机会机会不均等程度逆向加剧和这

一时期教育回报的上升。 

四、教育扩张与代际收入流动“倒 U”型关系的检验 

引言中已经提及，正如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存在“倒 U”型关系那样，教育扩张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可能不

是立刻其促进作用，而是也存在一种“倒 U”型关系。其基本的逻辑是，随着教育扩张的不断推进，教育机会的分配可能最终会

走向均等化，而教育供给的增加也会遏制不同教育阶层之间回报率的拉大，到了这一阶段，教育扩张最终会带来代际收入流动

性的上升。 

(一)基本事实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70后与 80后两大群体之间代际收入流动性趋于下降，但如果 80后群体内部存在流动性上升(即代际收

入弹性下降)的趋势，则不能排除存在“倒 U”变化趋势的可能。为检验中国的教育扩张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倒

U”关系，我们进一步将所有样本分为四个年龄段，分别出生于 1971-1975 年、1976-1980 年、1981-1985 年和 1986-1991 年。

其中，受到教育扩张影响的年龄段是出生于 1981-1985年以及 1986-1991年的两个群体。 

 

图 1四个年龄段之间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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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节相同的模型设定，图 1给出了分四个年龄段(样本量依次为 1146,920,635和 636个)估计代际收入弹性的 ML和 REML

估计结果。结果可以发现，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均表明，代际收入弹性最大的是 1981-1985年出生的群体，随后的 1986-1991

年出生的群体，其代际收入弹性大幅度下降，比上一个年龄段下降了 18个百分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也就是

说，代际收入流动性似乎度过了最低点，在更年轻的群体中出现上升趋势。当然，即便确认了这一基本事实，其与教育扩张之

间是否存在联系，即教育扩张是否推动了这一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机制分析 

为更进一步分析上述变化趋势与教育扩张之间的可能联系，图 2 首先给出了分四个年龄段之后父代收入影响子代受教育年

限系数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水平影响的变化趋势与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趋势一致，父代收入对子代

教育影响下降，则代际收入弹性也下降(即代际收入流动性上升);反之，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上升，则代际收入流

动性下降。这说明了教育在代际之间收入传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最年轻的 1986-1991 年出生的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上升相

呼应的是，这一群体受教育水平受父代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大幅度下降。 

 

图 2父代收入对个人受教育年限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 

图 3比较了控制和不控制个人受教育水平时各年龄段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与不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相比，

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之后的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没有变化，但是绝对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四个年龄段的代际收入弹性估

计值依次下降的百分比依次为 8.8%、10.2%、18.6%和 11.3%。这说明，教育在代际之间收入传承中作用最大的是 1981-1985 年

出生的群体。相比之下，作为最年轻的 1986-1991年出生群体，教育的中介作用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仍然高于两个 70后群体。

这说明，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教育在代际收入传承中的作用并未低于此次教育扩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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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代际收入弹性变化趋势的比较：控制与不控制个人受教育水平 

我们再来看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趋势，与不控制个人受教育水平相比，无论是 1981-1985 年出生群体与 1976-1980 年出生

群体相比代际收入弹性的上升，还是 1986-1991 年出生群体与 1981-1985 年出生群体相比代际收入弹性的下降，从趋势上看均

变得更加平缓。也就是说，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以最年轻的两个年龄段之间代际收入弹性

的下降趋势为例，上文提到，不控制个人受教育情况时，代际收入弹性下降约 18%(从 0.575下降到 0.47),而在控制子代受教育

年限之后，代际收入弹性从约 0.468 下降到 0.417,下降仅为约 11%。可见教育这一中间渠道在这两个年龄段群体之间促进了代

际收入弹性下降，是推动代际收入流动上升的因素。结合对图 2 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最年轻群体中进一步教育扩张，很

可能通过推动教育机会均等化推动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上升。 

五、结论 

利用 CHNS1989-2015年共 10轮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本文构建了长跨度的父代收入与子代受教育水平和成年后个人收入信息

的配对数据。并通过按照出生年份将样本分成 70后、80后两个群体，及细分为 1971-1975,1976-1980,1981-1985,1986-1991四

个同期群的方式，考察了教育扩张前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以及教育扩张对这种变化趋势产生的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大规模教育扩张并未立刻带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

升。与几乎未受到教育扩张影响的 70后群体相比，80后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下降。其背后的原因

可能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反而较教育扩张之前大幅度上升，而教育回报的上升可能进一步放大了上述教育机会不均

等上升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不利影响。(2)将样本分为四个同期群可以发现，父代收入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代际收入弹性

在教育扩张之后都呈现出先大幅度上升后显著下降的“倒 U”型变化趋势。出生于 1981-1985年的群体教育水平受父代收入的影

响最高，且代际收入弹性也最高，而最年轻的 1986-1991 年出生的群体中，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明显下降且代际收入流

动性也显著上升。(3)教育扩张并未立刻带来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先下降，而此后的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是代

际收入流动性最终上升的推动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控制住教育这一中间传递途径之后，最年轻的两个年龄段群体之间代际收入

流动性上升的幅度明显收窄推测可以得到。 

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性目标之一，同时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也是构建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更

加公平、平等的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持续的教育扩张似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教育的平等

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然而，代际收入弹性的绝对水平仍然高于 70后群体，代际流动性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一方面需

要更广泛的教育机会均等化，当前扩张的教育机会在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分配并不平衡。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的角度出发，

不断平衡和优化总量不断增加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的配置，才能真正充分发挥教育扩张的公平

效应，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减少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分配和工资报

酬获得中的不公平问题。只有上述两个方面将结合，才能真正最终发挥教育扩张推动代际收入流动性上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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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由于将青少年时期家庭经济状况定义为 10-18 岁对数家庭年收入均值,因此理论上与这里个人收入在年龄上有重叠。作者

认为,即使样本对象已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刚进入时收入往往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应该是父母,因此作者认为这种重叠

不会带来严重偏差。 


